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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在历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形成的全球化高潮虽然从理论上可以预期

为世界经济和各国增长提供强大动力，然而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对

应的全球化 １．０ 和全球化 ２．０ 都把广大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受益者之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广泛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时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

革，推动了全球化 ３．０ 并从中获益，实现了后起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导致世界经济明

显趋同。 与这一轮全球化并行，中国通过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出发展必要

的“钱纳里条件”，实现了激励改善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统一，在分享全球化红利的

同时，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沿。 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和自身发展阶段变化，面对

来自全球化的逆风和传统增长动能的式微，中国经济发展也遭遇严峻的挑战。 坚持深

化经济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引领全球化保持开放包容性质，坚持和完善自身发展所

必要的“钱纳里条件”，中国经济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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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经济论坛，或者说因在瑞士滑雪胜地举办而得名的达沃

斯论坛，以其议题设置具有最为广泛的关注度而著称。 ２０１９ 年新年伊始召开的年会

以“全球化 ４．０：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也就是说，会议主题的

设计者主张把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讨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

话题与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焦点问题都有关，因而包含着诸多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研

究者和智库学者孜孜以求的疑问。
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和现任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在其最近

出版的著作中，从采用生产技术特征的角度区分了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并给出大致

的历史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 １７６０—１８４０ 年之间，以使用水和蒸汽动力进

行机械生产为特征。 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 １９ 世纪末并延续到 ２０ 世纪初，以使用电力

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 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促进

自动化生产为特征。 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边界的革

命，表现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

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等方面。①

在施瓦布看来，全球化是技术变革引致的现象，是创意、人员和货物在全球范围的

运动，因而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全球框架。② 不过，他并没有像对待第四次工业革命

与全球化 ４．０ 的关系那样，明确而完整地给出全球化 ４．０ 之前各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

段。 事实上，那样做的难度相当大。 因此，我们首先只需在思维方式上把握工业革命

与全球化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即可，而且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表达上的方便。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采用倒推的方法和逻辑，大体上给出此前全球化的大概

时间范围。 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 ３．０ 可以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算起，
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
以算作全球化 ２．０。 或许自 １５ 世纪地理大发现到 ２０ 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 １．０ 的

典型时期。 从这个年代划分，也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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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施瓦布著，李菁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 页。
参见 Ｋｌａｕｓ Ｓｃｈｗａｂ，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０－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ｅａｎ？”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ｒｕｍ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ｅｆｏｒｕｍ．ｏｒｇ ／ ａｇｅｎｄａ ／ ２０１８ ／ １１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４－ｗｈａｔ－ｄｏｅｓ－ｉｔ－ｍｅａｎ－ｈｏｗ－ｉｔ－ｗｉｌ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访问

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乃至中断。

其实，无论在正在打造的全球化 ４．０ 之前是否存在定义明确且具有共识的 ３．０、２．０

和 １．０ 诸版本，也无论这些不同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如何界定，我们皆可以得出一

个不容否认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

化 １．０ 和全球化 ２．０ 的赶超机会，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３．０ 中抓住了机遇，脱

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领先者和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 ４０ 年的历程，其间中外经济学家

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热切的探讨，给出了各种理论说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 多数

学者也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得益于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样的一般性结论，

然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时期的全球化以及工业革命视野中的深入研究，总体

而言仍嫌不足。 在面对变化了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可

能导致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应对新情况的政策储备不足。

既然在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并不严格对应却在逻辑上紧密

相关的特点，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下讨论中虽然会对两个历史过程都有涉及，但是更

多地从经济全球化入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工业革命的忽略。 同时，既然我们讨论

的重点是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里将重点分别放在揭示上一

轮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特点以及中国经济如何抓住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对更为发达经济

体的赶超。

二　 回归李嘉图：全球化特点变化

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ａｒｄｏ）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国际贸易理论之父，或者说

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本源，加入一代又一代杰出经济学家

贡献而形成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 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

并均从中获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 换句话说，由于不同产

品中凝结的要素强度不尽相同，国际贸易无异于国家之间以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交换

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由此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结果而分别获益。 由于不同

产业倾向于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如传统重工业凝结更多的物质资本，传统轻工

业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而现代信息产业则更为密集地凝结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又由

于各国在不同要素上具有不尽相同的禀赋，我们预期看到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的国

际贸易应该属于产业间贸易（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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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产业内贸易（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ｒａｄｅ），即国家

之间交换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要素禀赋同质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型

产品的贸易。 例如，同属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德国都生产汽车，而且相互进行汽车贸

易。 这种情形至少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的那一轮全球化中比较普遍。 因此，经济学

家也从那时开始纷纷构造理论模型，尝试对这一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现象给出新的

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处于两种分隔状态，分别表现为东西方

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分隔。 首先，以美苏之间的冷战状态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分隔状态，前一类型国家之间进行分工与贸

易，后一阵营国家之间也进行局部性合作，如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之间的

分工与贸易。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出于对殖

民地时代贸易的惨痛记忆，另一方面在诸如“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激进

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影响下，排斥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并且中低收入国家之间也

无贸易可言。 所以，那个时期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 根据世

界银行数据，１９６０ 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 ９５． ４％，其中

７０．６％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内部。

那么在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是

什么呢？ 符合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因而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所谓“新贸易理论”。 这

种理论认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在于发挥各自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

而在于利用各不相同的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ｎｅｔｗｏｒｋ）效应。 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相

同的资本要素丰裕特征，但是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水平产生类似于比较优势

的效应，仍然可以使其获得贸易的收益。 因此，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存在，也有其存在

的道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逐步加大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

国地位以及随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缔约成员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越

南等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

分工。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１９９５ 年代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 ＷＴＯ 正式运行，包括

从关贸总协定转为成员的国家以及很多低收入国家在内，当年成员总数就已经达到

１１２ 个。

这些国家具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总量，多数又分别为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

家。 仅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人口为例，中国、越南、蒙古国、苏联及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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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原计划经济国家 １９９０ 年的总人口规模大约为 １６．３ 亿，占全世界比重高达 ３０．８％，而
１５—５９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１０．１ 亿，占全世界比重更高达 ３２．８％。 如果再加上印度和

拉丁美洲国家，可以想象逐渐加入全球分工的总劳动力规模该有多大。 因此不难判

断，从那以后的世界贸易便逐渐回归李嘉图模式，更加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预期，越来

越多地表现为交换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贸易。
杰弗瑞·萨克斯（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Ｓａｃｈｓ）等做过一项研究，直接估算了生活在开放经济

体的人口比重变化。 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封闭的，
直到 １９６０ 年，大约也只有 ２０％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１９９３ 年，这个人口比重

刚刚超过 ５０％；到 １９９５ 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开放经济体，生活在开放经济国家

的人口便达到了 ８７％。 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衡量这个开放经济体的扩张过

程，可见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① 实际上，１９９５ 年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快，不仅

表现为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国家的增加，如 ＷＴＯ 超过半数的成员系在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 日

以后缔约，更表现为它们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加深。
把高收入国家作为基准，观察其作为整体的进出口方向变化，可以更直接、更清晰

地观察前述趋势对全球贸易结构的影响（图 １）。 分别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向看，高收

入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占全球比重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期之前始终是缓慢上升的，从
那以后则开始进入稳中有降的时期，而在大约世纪之交的时候，开始以更快的速度降

低，从峰值到最晚近的数据点，总的下降幅度超过 １０ 个百分点。 从高收入国家对中低

收入国家的进出口结构可以看到相同因素造成的反向对应变化。
按照经济学中“雁阵模型”的道理，②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同样体现的是国际贸易

所遵循的比较优势原则，因此，可以预期的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量扩大和地区流向变

化也必然与全球贸易规模扩大及模式的变化相一致。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以现价美元

计算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总量在 １９７０—１９９０ 年期间的年

均名义增长率为 １３．５％，１９９０—２００８ 年大幅度提高到 ２１．４％，而自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

机爆发以来，在较大波动中呈现负增长的趋势。
不同的经济全球化类型带给世界经济整体和参与国家的结果大相径庭。 具体来

说，仅局限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进行的、以产业内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与包括更

广泛国家类型、以产业间贸易为特征的全球化，造成了不尽相同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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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ｒｎ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Ｖｏｌ．１９９５， Ｎｏ．１， １９９５， ｐｐ．１２－１３．

参见 Ｋｉｙｏｓｈｉ Ｋｏｊｉｍａ， “Ｔｈｅ ‘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ｒｉｇ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１１， ２０００， ｐｐ．３７５－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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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高收入国家进出口方向的变化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５ 日。

化效应，因而对参与贸易的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 简

单来说，产业内贸易主要不是参与国之间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因而不改变各国国内

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产业间贸易本质上则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参与国之间相互交

换生产要素，相应地，各国国内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也就变化了。

例如，在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的情形下，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与资

本丰裕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必然会提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相对稀缺性，从而劳

动者得到更高回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资本所有者也得到更高

回报。 这意味着，在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自发力量即可产生有利于劳

动者的收入分配效应；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所有者特别是跨国公司从这一轮全球

化中挣得盆满钵满，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再分配政策，这些国家中的劳动者仍会感觉

受到损害。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很多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兴起的同

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反全球化的政策倾向。 相应地，不仅这一轮全球化正在遭遇其

逆风，而且反全球化的力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主要来自后起国家转向来自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Ｊｏｓｅｐｈ 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一部饱受争议的

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满》———就是站在不发达国家立场上正确地质疑这轮全球化

的代表作。① 有趣的是，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再现了一种笔者所称的“马尔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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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式滞后反应”现象，①即在剧情已经变化甚至发生逆转的情况下，基于自己和他人长

期思考的结果，依据以往长期积累的经验观察，做出了对隔代历史的滞后反思。 这从

学术积累以及吸取教训角度看都是必要且正确的，却不那么具有时效性和针对性。 这

就是说，我们研究这一轮全球化，思考全球化 ４． ０ 的命运，应该立足于新的趋势来

进行。

三　 从俱乐部趋同到新一轮大趋同

以罗伯特·索洛（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

出发，预期经济落后的国家一旦获得发展所需的资金，便可以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

经济增长，而这一赶超的结果便是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其他经济发展理论也可

以为这个判断提供支持，譬如，人们认为由于落后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获得援助、

投资和现成的技术，这就意味着具有一种“后发优势”，有助于实现自身的经济赶超。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独立，它们大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

望，也通过提高积累率和接受资金援助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投资条件。 但是，与理论的

预期和善良的愿望相反，在战后直到 ２０ 世纪后期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绝大多数贫穷

国家仍然深陷贫困陷阱，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趋同，南北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并没有

缩小。

罗伯特·巴罗（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ｏ）等经济学家为了拯救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条件

趋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假说，即从计量意义上，如果控制了一系列经济发展必

需条件的变量，便可以看到趋同的结果。 而从现实来解释，就是说如果一个发展中国

家具备了那些变量所代表的必要发展条件，就可以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

从而实现赶超的目标。② 这些“必要的发展条件”中，当然包括诸如一个经济体的开放

度这样的变量。

在增进人们对经济增长以及趋同或趋异问题的认识方面，这些研究固然不无助

益。 不过，至少从两个方面看，从中得出的相关解释尚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在

政策含义上也显语焉不详。 第一，这些研究者尝试提出了上百个解释变量，并且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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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的一生（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年）正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初起并渐入佳境的时代，然而，受其所能获得

的资料的局限，他没有揭示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美好前景，却提炼出工业革命前（长期延续）时代的重要特征化

事实。 当然，这一反应滞后的学术乌龙现象恰恰成就了不朽的马尔萨斯。 参见蔡昉：《马尔萨斯何以成为最“长
寿”的经济学家？》，载蔡昉：《“卑贱者”最聪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８８—１９６ 页。

参见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ｏ ａｎｄ Ｘａｖｉｅｒ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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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回归中表现出显著性，①却使人们无法从如此多的因素中找到可以打破发展瓶

颈，进而获得实现经济赶超的政策建议。 第二，这些研究试图解释的是为什么没有出

现世界范围的趋同现象，这就与那种认为 １９５０ 年以来世界经历了一轮“大趋同”的判

断产生了矛盾，②使人们无从辨明孰是孰非。

经济学家在研究趋同或趋异问题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世界经济没

有发生整体趋同的现象，但在按照一些同质特点进行分类的国家组别内部，的确发现

了趋同的趋势，即人均收入水平起点低的国家在随后的时间里能够增长更快。 这种组

别内国家之间的趋同通常被称为“俱乐部趋同”。 下文将根据相关的研究结果③分别

对几种不同的情形进行考察和解释。

首先，俱乐部趋同的情况。 对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 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以高人均收入

为起点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的趋同，结果是差距显著缩小；在包括苏联在内

的计划经济国家之间也发生了趋同现象，虽然不如前一组那么显著，差距也相应缩小。

很显然，在这两个组别内，国家之间在发展条件上具有较大的同质性。 而且，组内或多

或少都进行国际贸易，例如工业化国家之间依据自由贸易原则进行产业内贸易，计划

经济国家之间以经互会为框架进行产业分工和产业间贸易。

其次，起点为低收入国家的情形。 同一时期，低收入国家组别之内没有显示任何

趋同的迹象，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的低起点并没有为这些经济体提供后起赶超的

优势。 结果是，这个组别内部的差距在 ３０ 年之后反而有所扩大。 一般来说，低收入国

家生产的产品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难以诱致出技术创新。 又由于这些国家大多保持

经济封闭，没有或很少参加世界经济分工，既无法从更发达国家那里分享技术变革的

溢出效应，也不能获得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效应。

最后，异常观察值（ｏｕｔｌｉｅｒｓ）的情况。 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个时期，日本和“亚洲四

小龙”以高速增长赶超了发达经济体，创造出著名的东亚奇迹。④ 这些经济体没有表

现出与任何一个趋同俱乐部相同的趋同增长特点，但却实实在在地实现了对工业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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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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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ｐｐ．１７８－１８３．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ｐｅ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ａｒｔ
Ｏｎ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 ２０１１。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三个自然段所概括的俱乐部趋同或趋异情形，经验观察皆依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Ｂａｕｍｏ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Ｖｏｌ．７６， Ｎｏ．５， １９８６， ｐｐ．１０７２－１０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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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赶超。 不过，在一个模型中表现为异常观察值，在其他模型设定情况下却是可以

做出合理解释的。 而且，正是由于存在着依据特定条件实现了成功赶超的国家样本，

检验条件趋同的回归模型才得出了预期的结果。

例如，萨克斯等专门以开放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回归，就发现了趋同的证据。① 在

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思路与秉持条件趋同假说的经济学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也就是

说，既然对外开放本身与利用后发优势是密切相连的，与进行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是相

互促进的，因此，把开放经济体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无异于把对外开放作为一个趋同的

制度条件，在计量过程中则类似于将其作为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处理。

实际上，迈克尔·斯宾塞（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ｐｅｎｃｅ）所称 １９５０ 年后发生的世界性大趋同是

由于工业化国家之间俱乐部趋同以及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实现了对发达国

家赶超的结果。 这个结论既不排除俱乐部趋同的结论，也可以包容很多低收入国家拉

大了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情形。 不过，从统计来看，上述作为异常值的案例尚不足以改

变全球格局，这一时期在世界范围没有发生趋同现象，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总体发展差

距也没有缩小。

了解了那个时期趋同或趋异的原因和机理，也就不难看到，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的情形有了诸多不同。 以人口分布衡量，如果说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少数工业化国家重

建了市场经济的同时，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在拒绝依靠市场机制发展经济的国家，

即大约 １ ／ ３ 为计划经济国家，半数以上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道路的话，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更多经济体的扩大开放以及与此相互促进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越来

越多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② 改革与开放的结果表现在经济增长绩效上，就是

各国经济增长的趋同。

我们可以从时间变化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经济如何经历了一个差距缩小的过程。

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总收入（ＧＮＩ）或人均 ＧＤＰ 把各国分别归入四个收入组：高收

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 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 年不变

价人均 ＧＤＰ 数据，以世界平均水平作为比较基准，即以相应组别的人均 ＧＤＰ 与世界

平均水平相比，来看这几个组别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相对变化（图 ２）。

图 ２ 中的第 １ 图显示，直到 ２００１ 年到达峰值之前，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持续提

高，但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高幅度比较平缓，而在 ２１ 世纪开始迅速下降；中等偏上收

入国家相对收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趋于稳定，随后一度有所提高，但于 ２１ 世纪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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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全球经济的趋同与趋异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十年开始呈现向下的走势。 图 ２ 中的第 ２ 图显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长期

保持稳定后，从 ２１ 世纪开始迅速提高；低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期间

便具有了下降速度减缓的倾向，从 ２１ 世纪开始则停止了持续向下的走势，并且不那么

显著地趋于提高。
为了更直接地观察不同时期分别显示出的趋异和趋同特征，借助分时期跨国数

据，我们可以对 β 类型趋同进行一个描述性的统计检验。 增长理论一般把趋同分为

两种，分别为 σ 趋同和 β 趋同，前者是由于国家之间收入水平离散程度的缩小趋势所

致，后者是由于在起点上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实现了更快的增长速度所致。 在图 ３
中，我们把各国起点上的人均 ＧＤＰ 水平与随后一个特定时期的人均 ＧＤＰ 年平均增长

率对应起来，分别观察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的情形（第 １ 图）和 １９９０—２０１７ 年的情形（第 ２
图）。 显然，这种图示法表达的是 β 趋同，即观察起点上的人均收入水平如何影响随

后的增长速度。 此外，由于没有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或控制变量并进行回归，这里表达

的更接近绝对趋同或无条件趋同。
图 ３ 中的人均 ＧＤＰ 为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 对于由第 １ 图表示的 １９６０—１９９０

年期间，我们得到了 ９１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 这个时期我们没有观察到起点上人均

收入水平与随后增长速度的负相关关系，即没有发生 β 趋同。 不仅如此，两者之间

反而显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对于由第 ２ 图表示的 １９９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我们

得到了 １９０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从中观察到了起点人均收入水平与随后年均增长率

·３１·





的负相关关系。 至少在描述性统计的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期发生了 β 趋同

现象。

图 ３　 全球经济在不同时期的趋同表现

资料来源：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一个更直截了当的事实是，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以来，世界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

逐渐加快，越往后越是显现令人瞩目的效果。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１９８１—１９９３ 年，
全球贫困人口共减少了 ４４１７ 万，年平均减贫速度为 ０．２％；１９９３—２００５ 年，全球贫困人

口减少 ５．１６ 亿，年均减贫速度为 ２．７％；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全球贫困人口减少 ５．７９ 亿，年
均减贫速度高达 ５．５％。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减贫速度无疑是世界经济史上未曾有

过的成就。 减贫效果作为全球范围趋同的佐证和结果，同时也表明了全球化模式的重

要性———不同的世界分工类型导致不同的趋同结果。

四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如果说中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 １．０ 和全球化 ２．０ 的

落伍者，那么中国通过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充分利用了全球化

３．０ 提供的机遇，实现了经济增长的赶超，也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１９７８ 年，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比重为 ２２．３％，ＧＤＰ 总量占世界比重

为 １．１％。 ２０１７ 年，中国人口比重下降到 １８．４％，而按照不变价美元计算，ＧＤＰ 比重提

高到 １２．７％。 １９８１—２０１５ 年，按照每人每日购买力平价（２０１１ 年美元）基准计算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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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人口，全世界从 １８．９ 亿减少到 ７．５ 亿，中国从 ８．８ 亿减少到 ９６０ 万，中国对世界

减贫的贡献为 ７６．２％。 可以说，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这一轮世界经济大趋同，中国经

济的赶超做出了巨大贡献。
已故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利斯·钱纳里（Ｈｏｌｌｉｓ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等认为，在发

展中国家，某些发展条件可以在其他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在短期内单独发挥作用，
随后又促成其他条件的形成，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① 如果不将其当作“其他条

件不重要”来理解的话，这个论断可以作为一个参照，据此探讨什么样的发展条件具

有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或找出这种“钱纳里条件”，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获得最初的推动，进而能够按照自身逻辑创造继续增长的其他条件，及至形成经济发

展的良性循环。 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把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发

展经济学框架中来认识。
钱纳里本人认为，外资和外援的使用具有成为这种关键发展条件的特质。 从早期

的经验中，他发现有效利用外资和外援可以引起技术和技能的改进，逐步减弱对外部

资源的依赖性，使本国经济增长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萨克斯更加一般地强调对外

开放和实行贸易自由化，由此建立本国经济与世界体系的有力连接。 这样，不仅获得

诸如后发优势和分工效应等开放红利，还可以在国际竞争压力下有效推动国内的改

革。② 著名财经评论人马丁·沃尔夫（Ｍａｒｔｉｎ Ｗｏｌｆ）则把答案集中在知识的全球流动

上，并且用事实证明，越是更多引进外部知识的国家，越能够更快地成为专利大国。③

这些对经济发展关键条件的探寻最终都集中到开放这个重要的因素上，同时表明

这种发展条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物，而是具有相互推进关系的一组条件及其协同发挥

作用带来的一连串事件。 这些研究者或评论家的发现显然比那些构造上百个解释变

量、做出 ４００ 万次回归的增长经济学家要高明许多。 但是，要把这些讨论及其结论与

中国 ４０ 年来的发展成就挂起钩来，则首先需要讲述一个把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有机

结合的完整故事，然后再回过头来看其中扮演“钱纳里条件”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为

此，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改革起步之前中国最突出的资源禀赋特点以

及面临的最大体制弊端。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从经济体制特征来看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激励机制

的缺乏严重压抑劳动积极性，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 所以，虽然具有劳动力无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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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ｏｌｌｉｓ Ｂ． Ｃｈｅ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ａｎ Ｍ． Ｓｔｒｏｕ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５６， Ｎｏ．４， １９６６， ｐｐ．６７９－７３３．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 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ａｒｎ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ｐ．１２－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Ｗｏｌｆ， “Ｌｅ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５， ２０１８．



给特征，却未能启动二元经济发展，以致从发展水平上说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１９７８ 年，８２．１％的中国人口生活在极度贫穷的农村，当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

入仅为 １３３．６ 元。 全国 ７０．５％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无论是从绝对水平还是相对

水平来说，农业劳动生产率都极低。 我们可以把一个产业增加值份额与就业份额之间

的比率作为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从而计算出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在 １９７８ 年仅为

０．３９，相当于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１４．２％和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 １９．４％。

因此，形成一种可以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实现过剩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充分就业、增

加稀缺生产要素即资本的供给和使用效率，从而提高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体制环境和

推动机制，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改革的目的地。 虽然中国的改革在起步初期并没有

预先决定的蓝图，但是，最终表现出来的改革过程也全然不是“事非所愿（ｎｏｔ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改革取得的成就更不是“无意结果（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正确的

出发点决定了随后的改革推进逻辑、路径及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施一举解决了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通过把集体劳动转化为

家庭经营，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激励问题，加上大幅减少粮食征购和统购的数量、让农

民休养生息以及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等政策措施的作用，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大幅度增

加了农产品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成倍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 二是通过赋予农户

配置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主权，推动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按照增加劳动

者收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阶梯，实现了资源的重新配置。 早期改革的这两条线索实

际上奠定了随后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以及逐步走向对外开放的体制基础，因

此可以被看作发展基本条件的创造过程。

一系列以问题导向原则展开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逐步消除了对生产要素流动

的制度障碍，推动了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转移以及劳动力从农村和中西

部到城市和沿海的大规模迁移。 首先，这个被称为人类历史和平时期最大规模人口流

动的现象因应了城市经济扩张和沿海地区外向型发展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 其次，由

于相关领域改革的逐步深入，以吸纳劳动力增量带动经济增长，实现了更高效率的资

源重新配置。 最后，由于是以人口为中心发生的经济过程和社会事件，在提高效率和

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就天然具有了分享的性质。

这个改革、开放、发展和分享过程所达到的效果，从国内角度看，使资源得到重新

配置，相应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从国际角度看，把最丰富的生产要素转

化为产业比较优势，使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从国内与国际相互

连接的角度看，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这种丰裕要素，并通过引进外资和进行贸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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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本要素；而从目的论的角度看，分享性内生于开放和发展的全过

程中。 可见，按照自身内在的逻辑和合理适度的节奏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其实是改革

开放发展分享的整体逻辑链条所预先决定的。

五　 结语和政策含义

本文对全球化历史的简述和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

与参与。 迄今为止，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 １．０ 和全球化 ２．０ 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

是以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其外，也无

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

有从中获益。 直到全球化 ３．０ 时代，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

幅度减少的格局。 与此同时，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

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获益，政治家因势利导，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一些国

家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

径，在国内政治中突显民粹主义色彩。

可见，要想使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繁荣和各国共享的推进器，无论是在发达

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层面，都必须创造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开放

和包容，使各国普遍平等参与；二是实现国内国际政策的衔接互动。 这样，外商投资、

国际贸易以及知识的全球流动这些开放举措能够与打破垄断、矫正价格扭曲以及消除

资源配置障碍等国内改革相互衔接，不仅创造各国共享的全球化红利，也可借助国际

竞争环境和世界分工体系为各国国内经济发展创造关键条件，实现各国的经济发展，

通过国内收入分配机制及再分配政策实现全民共享的发展。

类似地，历次工业革命的历史也表明，科学发现、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革命的成果

并不能自然而然地给各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全民共享。 只有在对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

争、对内通过改革消除阻碍发展的根本性体制障碍，从而培养出促进发展的关键条件

的前提下，才能使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成为常态，像能够搭上全球化快

车那样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以其支撑本国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历史上，中国曾经错过全球化和工业革命提供的发展机遇。 在与全球化 ３．０ 并

行的时期，中国坚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创造了发展所需的“钱纳里条

件”，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从而抓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逐

步走近全球化舞台的中央和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前沿。 中国拥有世界近 １ ／ ５ 的人口，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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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失败教训、成功经验和面临的挑战，不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普通

的案例来看待，而需要挖掘其强大的印证力量和一般意义。 一方面，以之丰富和发展

具有国际视野的发展经济学；另一方面，也需要从发展经济学逻辑本身再次比照中国

发展，为其续写一个完满的新篇章。

２０１８ 年，中国 ＧＤＰ 总规模达到 ９０ 万亿元，人均 ＧＤＰ 接近 １ 万美元。 按照世界银

行的分组，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临近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门槛。 中国即将完成对中等

收入阶段的跨越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经验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不再具有针对

性。 这个命题提示我们，一个经济体越是处在更高的经济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越是

前所未见，因而也愈加严峻。 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弱化了传统增长动能，全球化逆风和

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弱化了传统全球化红利，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弱化了改善收入分配

的市场化机制，这都意味着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

应对这些严峻挑战和成长中的烦恼，仍然需要从全球化和工业化的逻辑以及中国

经济得以参与其中的“钱纳里条件”中去寻找答案。 当我们说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

长的必要条件时，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经济何以实现超乎寻常的高速增长，从而实现了

快速赶超，而非永恒的发展条件。 如果强调具有激励效应与资源配置效应相结合的

“钱纳里条件”，则可以得出结论：人口红利的消失只不过意味着高速增长阶段的结

束，而坚持和与时俱进地完善“钱纳里条件”，推进更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更全面的

对外开放，可以使中国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 ４．０ 提供的机遇，保持经济长期

可持续增长。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８１·

　 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